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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
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唐世平


　　 【内容提要】　国家能力、制度基础、经济和社会政策共同构成了

“新发展三角”，而新发展三角是理解时空下不同经济体表现的有力理

论框架。本文认为，国家能力有四个大的维度：“强制能力” “汲取能

力”“行政能力 －Ⅰ”和 “行政能力 －Ⅱ”。“行政能力 －Ⅰ”可以认

为是 “递送能力”，“行政能力 －Ⅱ”则包含了 “信息能力和领导力”。

本文还讨论了度量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并进一步讨论了在实证中如何

理解新发展三角面临的诸多挑战。

【关键词】　“新发展三角”　国家能力　制度基础　社会经济政策

一　引言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的开篇即指出，影响时空下经济绩效最关键的因

素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决策对生产要素的 （错误）配置，即谁，在什么样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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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策和权力关系下，决定使用什么样的知识和其他生产要素来制造什么。①

如果这一表述正确，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在塑造时空下的经济绩效方面，

国家是最强大也是最关键的行为主体。②

然而，与老的制度经济学相比，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受其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

领域关于制度与发展的相关文献中，国家的作用却被严重忽视了。③ 事实上，２１

世纪之前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广为流传的时代，“小政府”几乎

总是最优解。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适当限制政府职能是 “有争议的”，并且

预测争论会 “增加而非减少”，④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则呼吁建立一个

最低限度的甚至是极端最低限度的国家， “其职能仅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

诈、保障合同执行等”。⑤ 事实上，科斯开创性的交易成本理论也隐含着 “小政

府”理念，⑥ 即国家的职能应该仅限于确定产权和执行合同。⑦

幸运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政治科学和历史社会学部分学者对国家在

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根本性反思。⑧ 虽然 “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可追溯至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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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４，ｐⅨ
ＲｏｎａｌｄＨ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

ｎｏ２，１９５９，ｐｐ１－４０；ＲｏｎａｌｄＨ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
ｎｏ１，１９６０，ｐｐ１－４４

这样，理论与意识形态实现了完美契合，参见ＰｅｔｅｒＢＥｖａｎ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３。张夏准指出，新古典经济学 （也包括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组成了心照不宣的 “邪恶联盟”（ｕｎｈｏｌ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参见ＨａＪｏｏｎＣｈａｎ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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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ｍａｑｕｉ，ＡｎａＣｅｌｉａＣａｓｔｒｏａｎｄＨａＪｏ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００，ｐｐ５－６。

尽管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刘易斯 （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和缪尔达尔 （ＧｕｎｎａｒＭｙｒｄａｌ）等学者都
主张应重视国家的关键性作用，但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呼吁性的而非实证研究，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Ｗ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ｍｅｗ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Ｉｒｗｉｎ，１９５５；ＧｕｎｎａｒＭｙｒｄａｌ，“Ｗｈａｔ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ｖｏｌ８，ｎｏ４，１９７４，ｐｐ７２９－７３６。



尔顿①、李斯特②和格申克龙③，但真正开启这场讨论的是查默斯·约翰逊及其

著作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 （１９２５—１９７５）》 （ＭＩＴＩａｎｄｔｈｅ

ＪａｐａｒｅｓｅＭｉｒａｃｌｅ：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２５－１９７５）。④ 通过采取跨学

科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ＨＣＩＡ）研究方法考察几个东亚国家和经济体，⑤

学者们有力地证明了，即使并非绝对不可或缺，国家也将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

建设性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正统

观念。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议题领域出

现了一种观念，即国家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并且已经有国家在这样

做了。在 《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来自世界银行的几位

作者只是勉强承认国家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他们仍坚持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

３

“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１７９１，ｈｔｔｐｓ：／／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Ｃｏ，１８８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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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ＬａｕｒａＲｏｕｔｌ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ｏｆＥＳＩＤ，
ｎｏ３，２０１２；ＳｔｅｐｈａｎＨａｇｇａｒ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ｓＤｅａｄ：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ｎ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ａｎｄ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ｅｄ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３９－６６；ＳｔｅｐｈａｎＨａｇｇａ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有关查默斯·约翰逊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ＡＪｏｈｎｓｏｎ）的研究，参见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ｄ
ｙｓｓｅｙｏｆ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ＷｏｏＣｕｍｉｎｇ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ｐ３２－６０。

西伦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和斯坦莫 （Ｓ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ｍｏ）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 “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制度

主义”，埃文斯 （ＰｅｔｅｒＢＥｖａｎｓ）则称其为 “比较制度方法”（ＣＩＡ）。参见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ａｎｄＳ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ｍ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Ｓ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ｍｏ，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Ｌｏｎｇｓｔｒｅｔｈ，
ｅｄ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３２；ＰｅｔｅｒＢＥｖａｎ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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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正确性。① 然而在１９９７年 《世界发展报告：变化世界中的国家》中，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毫不含糊地断言，“国家发展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

有效性”。② 由此可见，知识潮流确实发生了转变。③ 如今，发展，特别是后发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国家的论点已经变得无可争辩。④ 事实上，新的共识是，

强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和维持发展的过程中近乎必要条件。

这些探讨国家发展的新制度主义文献使得国家能力成了一个热门词语，甚

至在刚刚被转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者之中也是如此。⑤ 然而，这些讨论多是归

纳性的和零碎的。通过借鉴、扩展和整合现有的讨论，本文试图提供一个理解

国家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更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本文接下来的讨论始于一个简单的前提：国家权力或能力本身并不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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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国必须将其权力作为塑造发展的工具，如果它确实拥有权力的话。①

简单来说，国家可以使用两种主要工具促成长期和短期发展，即制度和政

策。② 然而，若想有效地使用这两种工具，国家必须具有某些关键能力。因

此，国家能力、制度基础、经济和社会政策共同构成了 “（新）发展三角”

（见图１）。

 

 

国家能力 

发展 

制度基础 
经济和社会 
政策 

图１　新发展三角

说明：实线箭头代表直接影响，虚线箭头代表间接影响。线条的宽度代表

影响程度的大小。

理解这一新发展三角将极具挑战性，因为所有关键维度均相互关联，要素

之间互为因果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采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理解因果效应即

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将是极大的挑战。即使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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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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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解开三角内的因果联系也将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本文仅尝试实现一个较

为适度的目标，即概述理解复杂三角关系的一些尝试性步骤，并探讨新发展三

角对理解和塑造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详细阐述新发展三角的三大支柱之前，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一些关键概

念，并提供用于度量这些关键概念的初始标准。

二　国家能力与治理：概念化和操作化

从迈克尔·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① 开始，学者们重新燃起了对国家能力和诸

如国家有效性、国家自主性等相关概念的研究兴趣。② 近年来，人们对治理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ＱｏＧ）以及其他与治理相关的概念 （如问责制、透明度

和法治）越来越感兴趣。③ 在此过程中，许多实证研究试图探讨国家能力或治理

质量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④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能够获得有关国家能力或治理质量与经济、政

治和社会结果之间的一致和稳健的关系。一个可能的关键原因是，在处理这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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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理的概念时，存在概念混淆、理论不足和度量上的缺陷。①

本文对既有研究中的概念分析进行了总结 （见表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本文从迈克尔·曼的框架开始探讨国家能力，② 但与曼和曼的追随者们明显

不同。③ 事实上，本文认为曼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将国家能

力的构成要素与其调控因素混为一谈。④

（一）国家能力及其定义

本文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掌握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强制、汲取和行

政能力的共同结果。⑤ 这些资源和能力使得国家得以实现某些目标，只要它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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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在后文探讨操作化的问题。关于国家的定义，笔者采用了经曼修正的韦伯的国家定义，即

国家是一套分化的制度和人事，它体现出集权性的特征，即政治关系由中心向外辐射，其控制范围涉及领

土上明确划界的区域，国家在这个区域可以通过垄断有形的暴力手段来垄断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

因此，国家是一个极为特殊且高度复杂的组织。即使国家必须使用制度 （例如法律）或调度下级组织

（如官僚机构）来进行管理，但它本身并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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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概念辨析

概念或术语 辨　析

国家能力
国家掌握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强制、汲取和行政能力的共同结

果。这些资源和能力使得国家得以实现某些目标

与国家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国家有效性
国家能力、官僚质量、民众合作以及国家意愿的综合结果。不适合充当

发展的解释变量

国家自主性 国家能力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果

治理质量

（国家能力的子维度）

最关键的是由社会流动 （即促进贤能政治的实现）、机会平等 （即贤能

政治频繁出现）以及再分配 （即教育）相关制度所带来的复杂结果

治理相关的概念和术语：部分反映国家有效性

官僚体系质量
属于某种程度上与发展平行的概念，是受到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政策

综合影响的复杂结果，不适合充当发展的解释变量

法治水平；透明度
治理质量的子维度，同样是受到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政策综合影响的

复杂结果，亦不适合充当发展的解释变量

（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

问责水平
受政体类型和制度基础影响的复杂结果。可以作为治理质量的构成部分

腐败水平
受到国家能力、制度基础 （如遏制、预防和惩罚腐败的制度规则）和问

责水平影响的复杂结果，同样会被政体类型和制度基础塑造

其他直接结果：并非理解国家能力的必要且合适的替代指标

路网密度、清洁水源、教育

成就以及其他社会成果

由国家能力、制度 （包括政权类型）、政策以及国家实现目标的意图和

意愿共同影响的历史结果。不应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线性替代指标

意。这一定义明确指出，国家能力包含两方面内容，分别是资源和能力。

所谓资源，是指 “社会互动中一切可以作为权力来源的要素”。① 物质资源

是所有国家能力定义中都会包含的内容，意识形态资源则涵盖了曼对意识形态权

力的强调，特别是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② 不过，需要注意到，资源和能力

并不相同。西班牙在１６世纪初征服拉丁美洲后便掌握了大量资源，但它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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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弱国家。① 类似地，１７８９年前的法国同样相对弱小，尽管它也拥有大量

资源。②

由于纯粹基于资源和能力定义国家能力，本文给出的国家能力定义是价值中

立的，③ 并且避免了将国家能力与其他可能对国家能力和国家绩效产生调控作用

的因素混为一谈的危险 （比如，政体类型、民主程序或意识形态），这些调控因

素本身并非国家能力。

由于纯粹通过资源和能力定义国家能力，本文给出的国家能力定义避免了将

国家能力与其结果或绩效混为一谈的问题。这是许多研究者都犯过的错误，包括

曼本人。④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不得不通过度量国家能力的结果来间接度量国家

能力的某些维度，但必须记住，这些结果是由国家能力和国家实现其目标的意愿

共同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假设缺乏某种结果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缺乏国家能

力，可能是国家缺少实现这一结果的意愿。⑤ 基于大量既有研究，本文认为国家

能力包含如下四个关键维度。⑥

强制能力：是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程度，它是国家能力最基本的维度。⑦ 除

非一个国家垄断暴力，否则它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包括汲取资源。事实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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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寇能在领土范围内垄断最低程度的暴力，否则其甚至不能声称自己为

国家。①

汲取能力 （税收）：对国家物质资源产生最直接的贡献。② 如果没有从社会

汲取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然而，汲取能力必须以强制能力为

基础，换句话说，必须以暴力威胁和必要时的实际暴力为后盾。

行政能力－Ⅰ：行政能力的第一个维度关注国家运行和管理的能力，包括从

位于权力梯队上层的官员到下层的普通公职人员在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方面的能

力，因此也可以将行政能力 －Ⅰ称为 “递送能力”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行政

能力－Ⅰ的核心是官僚体系的质量，它受制度和政策的调控。而为了提供服务，

国家需要资源，而获得资源又依赖汲取能力。

行政能力－Ⅱ：行政能力的第二个维度则是国家收集信息和作出高质量决策

的能力，其基础是官僚体系的质量和领导质量。

本文给出的国家能力的前三个维度是研究国家能力的学者们所广泛接受的。

例如，贝斯利与佩尔森将国家能力分成三个维度：财政能力、司法能力和军事能

力。③ 其中，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与本文提出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类似，司法

能力则是本文所定义的行政能力—Ⅰ的组成部分。④

然而，本文坚持认为，仅从前三个维度来定义国家能力是不完整的，第四个

维度———收集信息的能力和领导力同样至关重要。只有认定国家能力包含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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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ＩＩ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１７６０－１９１４；
ＭａｎｃｕｒＪｒＯｌｓｏｎ，“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７，ｎｏ３，
１９９３，ｐｐ５６７－５７６

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ｌｙ，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Ｄ９９０－
１９９０，Ｍａｌｄｅ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０

ＴｉｍｏｔｈｙＢｅｓｌｅｙａｎｄＴｏｒｓｔｅｎＰｅｒｓｓｏｎ，Ｐｉｌｌａｒｓ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然而，贝斯利和佩尔森在２０１４年的文章中却将国家能力分成了财政能力、司法能力和集体能力。

显然，他们所说的司法能力和集体能力契合了本文的行政能力－Ⅰ，但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将强制能力或
军事能力排除在了国家能力构成维度之外。因此，他们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４年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参见 Ｔｉｍ
ｏｔｈｙＢｅｓｌｅｙａｎｄＴｏｒｓｔｅｎＰｅｒ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９２７－９４９。相关讨论还可参见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
ｙａｍａ，“Ｗｈａｔ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４７－３６８；ＭａｒｃｕｓＪＫｕｒｔｚ，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ＲｙａｎＳａｙｌ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Ｗｅｌｌ：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２，ｎｏ３，２０１３，
ｐｐ３５４－３９１；ＨｉｌｌｅｌＳｏｉｆｅｒ，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ＫＨａ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ａｃｈｅｌＳｉｇｍａｎ，“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ｓ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２０１３。



维度，领导力才会起作用，否则，领导力在国家能力中就没有作用。领导人是一

种拥有巨大权力的特殊行为体，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除非

中央官僚机构中的上层能够制定基本正确的政策并推动制度变迁，否则处在下层

的公职人员将在经济发展中无能为力。因此，领导力必须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构

成，对那些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想想博茨瓦纳、毛

里求斯、新加坡、韩国等，如果没有塞雷茨·卡马 （ＳｅｒｅｔｓｅＫｈａｍａ）、西沃萨古

尔·拉姆古兰 （ＳｅｅｗｏｏｓａｇｕｒＲａｍｇｏｏｌａｍ）、李光耀、朴正熙将会如何。① 事实上，

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力对关键时期的经济绩效来说也非常重要，戴维·

卡梅伦 （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特蕾莎·梅 （ＴｅｒｅｓａＭａｙ）、鲍里斯·约翰逊 （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安格拉·默克尔 （ＡｎｇｅｌａＭｅｒｋｅｌ）以及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就是明证。②

同时，即使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也必须依靠高质量的信息来做决策，这些信

息只有具备相当能力的官僚机构才能获得。事实上，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项关键任

务就是收集信息。一个国家要正常运作，地方官员和下层公职人员必须有收集信

息并依此做决策的能力。

在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中，信息收集机构在功能和结构上与那些执行规则或提

供服务的机构都是明显区分的。因此，虽然第三和第四个维度的国家能力主要以

官僚机构的质量为基础，但国家既可能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具有较强的能力，也可

能在其中一个甚至两个维度上能力较弱。这意味着，应当将行政能力的两个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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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ＡｌｉｃｅＨＡｍｓｄｅｎ，ＡｓｉａｓＮｅｘｔＧｉａｎｔ：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Ｗａｄｅ，Ｇｏｖｅｒ
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Ｈａｇｇａｒ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ｅｔｅｒＢＥｖａｎｓ，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ｕｌＫｏｈｌｉ，Ｓｔａ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ＪｕｓｔｉｎＹｉｆｕＬ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ＭｉｇｕｅｌＡｎｇｅｌＣｅｎｔｅｎｏ，ＡｔｕｌＫｏｈｌｉａｎｄＤｅｂｏｒａｈ
ＪＹａｓｈａｒ，“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ＭｉｇｕｅｌＡｎｇｅｌ
Ｃｅｎｔｅｎｏ，ＡｔｕｌＫｏｈｌｉａｎｄＤｅｂｏｒａｈＪＹａｓｈａｒ，ｅｄｓ，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１－１２。

有关发展的主流文献中，只有一小部分明确指出领导力是成功发展的关键要素。例如，

ＢＦ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ＢＡＯｌｋｅｎ，“ＤｏＬｅａｄｅｒｓＭａｔ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０，ｎｏ３，２００５，ｐｐ８３５－８６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Ｓｕｓ
ｔａｉｎ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２６－２８；ＪｕｓｔｉｎＹｉｆｕＬ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ｕｓｔｉｎＹｉｆｕＬｉ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Ｈｏ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ａｎＴａｋｅ
Ｏｆｆ，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度分开，而非将它们合并在官僚能力或基础性权力之下。①

显然，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均由一国的制度和政策支撑。从强制能力和汲取

能力到官僚机构的质量和对公职人员的限制，只有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才能支撑它

们。整体来看，国家能力本质上是多维度、多层次、多因果，以及累积／历史的，

因此也是动态和演化的 （见图２）。

基础维度 

 
 

 
 

 

 

 
 

 
 

一阶替代指标 

结果 

制度和政策 

经济绩效和治理质量：教育水平、
经济增长率、腐败程度等

直接结果：治安状况，学校、
医院、 、铁路等的数量

汲取能力：做任何
事情都需要资源

强制能力：对暴力的垄断
是国家能力的基础

行政能力（ ）： 信息
能力和领导力：信息的质量
和数量官僚体系的质量：向
社会渗透的能力（由数量来
体现）和质量

公路

和

图２　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因果的概念

说明：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基本的构成维度。治安状况、学校和道路

数量等只是间接且仅部分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制度和政策对国家能力产生间接影响。

除此之外，国家能力的每个维度都相互关联，并受到其他维度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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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２，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５－２１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ＩＩ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１７６０－１９１４；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Ｗｈａｔ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４７－３６８。



图２中，单向箭头抓住了关键概念，即当我们分析国家能力时，必须将各种要素

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才能理解各要素和各层次之间可能的关联。双向箭头表示的

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在现实世界中，处在不同层次的要素和结果将会互相影

响。由制度和政策组成的椭圆形体现了这样的认识，即部分由国家能力决定的制

度和政策，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能力本身。

（二）国家能力与相关概念辨析

在对国家能力做出清晰界定后，我们就可以将国家能力与一些相关概念区分

开来，尤其是国家自主性和国家有效性。

国家自主性通常是指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所享有的自由。① 它是一种由社会力

量决定的制度结果，因此，与国家能力明显不同。国家自主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国家的治理质量。因此，国家自主性虽然有助于解释经济绩效和治理质量，

但主要是充当政策制定和治理质量的调控因素，而不适合充当解释经济绩效或治

理质量的中介变量。② 国家自主性是一个相对于特定领域的概念，而即便在特定

领域度量国家自主性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一定是非常困难的，③ 且无法对其进行

整体度量。因此，国家自主性对于理解国家有效性可能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

国家有效性是一个国家的能力、意图及意愿的综合结果，其中，意图和意愿

受到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影响。④ 显然，国家能力不同于 （政治）意图和行动意愿，

也不同于最终结果。因此，即使一国有完成一项任务的必要能力，但如果缺乏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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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Ｓｋｏｃｐｏｌ，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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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它也不一定会完成这项任务。国家意愿会受到领导力和问责的影响。这不

仅适用于民主国家，也适用于选举式专制国家，甚至是未实行选举的专制国家。①

显然，问责是治理质量的重要构成。因此，国家有效性是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志

的共同结果，而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志又受领导力和问责的影响。一项政策或行

动的最终有效性至少取决于投入的资源、执行机构的能力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

程度。

此外，在不同领域，国家有效性一定是不同的。当讨论国家有效性时，我们

讨论的是政府在资助教育、控制犯罪和提供特定服务方面的有效性，而不是抽象

或者笼统地讨论。相比之下，国家能力，例如强制能力或汲取能力，在不同的领

域间是可以相互替代或转换的，即使国家在不同领域可能有不同的能力。因此，

国家能力与国家有效性也是不同的。

最后，治理质量是指政府政策和行动在促进集体利益方面的有效性，它是国

家行使权力和能力的质量。② 因此，治理质量也是国家能力的结果，如同经济发

展是国家能力的历史累积结果一样。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质量之间

应该有很强的相关性。

确如研究发现的那样，治理质量与作为累积结果的人均 ＧＤＰ之间存在很高

的相关性，但与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并不相关。③ 基于潜变量处理的研究表明，现有

治理质量的度量实际是在度量人均ＧＤＰ。④ 因此，治理质量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经

济发展和社会结果。⑤

然而，很多研究将国家能力与治理质量混为一谈。例如，索伊弗和梵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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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是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① 但很明显，问责制是治理质量的关键维度。②

类似地，世界银行将权力不对等分为排斥、攫取和庇护 （世袭）。③ 实际上，攫

取是国家自主性的体现，而排斥和庇护更多体现的是治理质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将治理定义为 “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提供服务的

能力，无论其是否实行民主制”，这实质上是将治理质量与国家能力等同起来。④

福山承认对曼的 “基础性权力”这一概念更感兴趣，但他对国家能力的理解是

混乱的。尽管福山有关韦伯式的民主程序、作为一种资源的能力、结果和自主性

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但他将能力和自主性作为国家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存在问题

的。如前文所述，国家自主性并非国家能力的构成，而是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

因此，福山的论述是一团概念的浆糊。⑤

（三）国家能力的度量

想要准确测量国家能力并非易事。笔者在另一篇关于国家能力的概念分析文

章中专门探讨过度量问题，本文仅简述国家能力的度量思路。

首先，如果缺乏适当的概念界定，单独或整体地度量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不

仅不可行，并且具有误导性，即使采用了潜变量或简单因子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是

如此。例如，亨德里克斯通过潜变量处理获得了国家能力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理

性—合法权威、食利阶层专制主义 （对商品出口的财政依赖）和新世袭主义。⑥

然而，他的研究缺乏概念基础，因此，度量是无效的。从本文的概念辨析可以发

现，亨德里克斯度量的并非国家能力，而是国家能力与政治体制、国家—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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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混合物。① 汉森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ＫＨａｎｓｏｎ）和西格蒙 （ＲａｃｈｅｌＳｉｇｍａｎ）的研究同

样存在这一问题。② 尽管他们声称基于西金克 （ＫａｔｈｒｙｎＳｉｋｋｉｎｋ）１９９１年的研

究，③ 将国家能力狭隘地定义为 “国家机关有效实现官方目标的能力”，但实际

的测量指标来自一堆不同的数据集。亨德里克斯、汉森和西格蒙均用潜变量处理

取代了概念化的工作，似乎潜变量处理能创造奇迹。

度量国家能力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将国家能力分解，并在合理的概念化基础上

分别度量每个维度。概括来说，有两种方法可用于度量一个国家的强制能力：警察

和军队相对于人口和领土的规模。社会政治是否稳定并非度量国家强制能力的可靠

指标，因为它是国家能力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结果。税率，即税收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国家汲取能力的有效指标，但并非最理想的指标。另外

三个更为精细的度量指标是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④

直接度量行政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考虑使用两种可能的替代指标：在关

键基础设施 （如公路、铁路、机场、学校）和教育方面的投资。⑤ 但值得注意

的是，应当谨慎看待这些替代指标，因为它们与经济绩效的距离非常短，并且

只是部分地由国家能力决定。除国家能力外，它们还受到国家意图或意愿的影

响，但我们无法直接度量一个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意图或

意愿。

信息能力可以通过一国实施人口普查和收集地方信息及数据的频率和准确性

来度量。早期研究发展的文献曾使用一国的邮局数量作为有效的度量指标。

事后度量领导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研究者倾向于在国家取得成功后归因至

领导力。要预先度量领导力，需要收集领导人就职前在教育、经历及成就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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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资料。这种度量方式同样适用于领导人的内阁成员及主要顾问。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更高、经验更加丰富以及拥有更多成就的领导人更

有可能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

三　新发展三角：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理解新发展三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经验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

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果，而新发展三角是一个系统。因此，接下来的分

析仅试图实现一个适度的目标，即通过将相关要素整合提出一个尝试性的演化框

架，从而勾勒出一些初步的理论直觉，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正因如此，下文讨论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构建具体理论的初步分析框架。本文

的第四部分将探讨理解新发展三角所面临的经验挑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因为笔者已对制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节不再赘述，只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制度没有强弱之分，只有好的制

度、坏的制度以及好坏参半的制度。制度的强弱更多反映的是国家能力的强

弱。① 本文亦不会在政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上过多展开。因此，接下来讨论的重

点是：（１）国家能力和发展；（２）将新发展三角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国家能力、

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

（一）对既有文献的评述

围绕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国家能力和制度

的关系、国家能力和政策的关系，已经有非常多的讨论。然而，在理解新发展三

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既有研究除了存在理论和逻辑上的缺陷外 （如同义

反复、概念含混、归纳重于演绎等），还有以下七点不足。

第一，许多既有研究都存在概念含混和度量上的问题。尤其是，许多学者使

用了无效的概念框架和度量指标来理解新发展三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

瓦尔德纳将国家—社会关系、官僚机构的质量、财政实践和国家的经济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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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影响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四个方面。① 但很显然，财政实践属于经济政策的范

畴，国家的经济干预模式是制度和政策的结果，官僚机构的质量是国家能力的重

要体现，国家—社会关系则更多与国家自主性有关。② 因此，瓦尔德纳关注的这

四个方面中有三个不仅是制度或政策，而且是制度、政策和国家—社会互动的

结果。

第二，许多研究忽视了新发展三角中至少一个甚至是两个关键构成要素。长

期以来，许多探讨发展的文献都集中关注经济政策对发展的影响，例如 “大推

动”（ＢｉｇＰｕｓｈ）。③ 还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了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国家能力与

制度、国家能力与政策或制度与政策。例如，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

关注制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④ 林毅夫则探讨了产业政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⑤

前者的隐含之意是，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能够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安排实

现发展，后者则认为，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能够通过制定和实施健全的产

业政策从而实现发展。然而，制定和实施作为规则的制度需要最低限度的国家

能力，⑥ 而制定和实施健全的产业政策不仅需要最低限度的国家能力，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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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制度保障。① 因此，这两类文献都忽视了国家能力在发展中的关键性

作用。

第三，即使部分既有研究关注到了组成新发展三角的全部要素，它们仍未就

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统一而完整的分析框架。例如，世界银行２０１７年的一

份报告谈及治理、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等概念，探讨了发展中的政治问题，特

别是权力不对等，即排斥／支配、攫取和庇护，并且意识到关注这些要素的功能

及作用而非形式是十分必要的。② 然而，这份报告未能提出一个包含这些要素的

综合分析框架。同样，巴德罕在２０１６年发表的一篇极具思想深度的评论文章中

明确探讨了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③ 并对在发展研究

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尖锐批评，④ 但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理解新发

展三角的完整框架。张夏准⑤、罗德里克⑥、贝斯利和佩尔松⑦、霍夫曼⑧、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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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和小山①等学者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一不足。

第四，即使部分既有研究关注到了组成新发展三角的全部要素，他们的理论

建构也非常粗糙。贝斯利和佩尔松认定高收入水平、强国家能力与和平是 “集

聚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但显而易见的是，和平是控制暴力的结果，而控制暴力是

国家能力的关键维度。② 诺斯等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③

第五，主流经济学，以及经济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部分研究一直以计量经济

学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尽管计量经济学有助于我们识别某些因素与经济结果之间

的强大相关性，但它无法帮助我们将各种因素整合到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中。有

讽刺意义的是，许多将新发展三角中的某一个要素与一些经济结果进行计量分

析，都能得出该因素是这些经济结果的充分条件。但事实是，每个因素都只是塑

造时空下的经济结果的众多因素之一。④ 因此，为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需

要一个更加综合和连贯的分析框架。

第六，许多既有研究都带有浓厚的规范色彩。一些学者或隐晦或直接地表

示，获得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包括高的治理质量和民主，或者至少是法治和对行政

部门的约束，前者是治理质量的构成部分，后者是民主的替代性指标。然而，上

文的分析已经揭示，发展和治理质量都是新发展三角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法治

（或治理质量）或对行政部门的限制 （或民主）对发展究竟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

的积极影响应该是经验问题，而非规范问题。

第七，尽管既有研究关注到了一些隐含的演化因素，但它们远远未形成理解

新发展三角与发展之间关系所必需的演化分析框架。⑤ 既有研究往往遵循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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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线性的、因此是非系统的和非演化的研究方法。①

（二）政策与发展：超越纯粹的经济政策

本文所说的政策，不单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类的经济政策，还包含了中

短期内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社会和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的范围涵盖货币、财

政、税收、投资和产业政策等，而社会和政治政策的范围更广，包括教育政策、土

地改革、福利政策 （如失业救济），以及应对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各类短期政策。②

制度较难改变、变化缓慢。政策则不同，它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现实。因此，政策是吸收、减轻或加剧短期冲击的重要工具。典型的例子是受金

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所实施的不同应对政策。③

但是，与制度类似，也可以将政策理解为使经济状态发生改变的工具，通常

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实现的。④ 因此，研究发展型国家的文献指出，为了实

现技术追赶，国家有必要实施协调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从生产低技术产品

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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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政策设定的是中短期目标，但它们往往既具有短期影响，也且有长

期影响。并且，由于政策是在一定的社会系统内运作的，我们无法事先预测它将

产生何种影响，往往只能事后评估。① 因此，面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实施了不同政策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不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道路，

并且最终的结果也完全出乎印尼领导人的预料。② 同样，主要经济体在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各种刺激方案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这两次危机中，各国

实施了许多政策以防短期危机演变为长期噩梦，但这些政策产生的意外影响远远

超出了随后几年的时间范围。

土地改革强有力地印证了上述分析。许多革命后的国家将土地改革作为巩固

民众对新政权支持的一种政治工具。然而，恰当的土地改革对长期发展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再分配的关键形式，土地改革通过为贫穷的农村居民提

供有保障的土地产权因而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出，而且从长远来看向工业化进程释

放了劳动力资源。因此，土地改革可以被理解为短期内推动农业增长并为未来几

年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政策冲击。

历史上，殖民者在新大陆实施的不同土地政策是另一个有力的例证。在殖民

的早期和向印第安人进行领土扩张的时期，美国向新移民免费提供土地。然而，大

多数拉美国家都没有实施这样的政策，土地管理和分配政策反而一贯倾向于拥有大

量土地的地主阶层。直到今天，土地政策上的差异仍一直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发

展———北美国家经济繁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却深陷高度不平等和经济停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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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野同样可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和菲律宾以及大多数东亚国

家———印度和菲律宾并未实施土地改革，或者说它们的土地改革未能足够深入地

开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土地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对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

响，因为它可能破坏现有的生产，例如南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

类似的，尽管教育政策对整体发展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但如果教育供给仅

限于上层阶级，那么可能对发展产生相当持久的负面影响。林德特的研究显示，

尽管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在教育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但这些国家的教育

政策是高度偏向精英的。因此，这些国家向更有利于富有阶层的高等教育投入了

大量资金，而有利于中下层民众的基础教育却往往投资不足。① 长远来看，这样

的教育政策对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政策既需要国家具有制定和实施它们的能力，也离

不开使它们得以执行的制度。② 因此，仅仅强调制度、产业政策③、治理和法律④

是远远不够的。只关注政策本身也是错误的。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国家

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或配套制度不到位，政策将难以奏效。⑤ 因此，我

们需要将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纳入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即新发展三角。

（三）新发展三角与发展

国家能力既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深层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⑥ 但

是，即使我们对上述论断深信不疑，理解国家能力如何影响发展仍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并且，现有研究由于概念、理论和操作上的问题，往往无法为我们提供具

有洞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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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诺斯一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大多认为，国家对发展的影响几乎完

全取决于国家能否保护私有产权。① 后来的学者们的讨论更好一些。例如，约翰

逊和小山指出，国家或国家能力将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发展：防御外来侵略、减少

交易成本和提供法律保障从而在国内建立统一市场②、更为高效的官僚机构、全

面的法治 （即司法能力）、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以及财政能力。③ 显然，约翰逊

和小山将国家能力的构成维度与制度以及作为结果的发展混为一谈了。

在近期的讨论中，巴德罕重新深入思考了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④ 他列举了

需要国家介入的一系列议题，包括解决协调失灵、集体行动的困境、承诺与问责

等，以及妥善应对在上述议题之间的权衡。他还明确了新制度经济学主流文献中

缺失的关键要素，包括政治均衡中租金分享的潜在重要性、政治集权和分权各自

的优势和问题。遗憾的是，巴德罕并未清晰阐释国家能力的构成要素和经济发展

的制度基础 （ＩＦＥＤ）。因此，尽管他呼吁产业政策相关文献与国家能力在市场支

持性制度 （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中作用的主流文献的综合，他仍无法提

出像新发展三角这样的综合分析框架。

基于巴德罕的研究和前文提到的文献，在理解国家能力如何影响发展时我们

需要谨记以下几条重要原则。首先，国家能力的每个构成维度都可能通过政策和

制度间接地与发展产生不同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在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之前，

汲取能力与国家能力正向相关。当超过这一门槛后，汲取越多，越会对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因为过多的汲取意味着对发展的投入减少。同样，垄断暴力也必不可

少，这一能力部分由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和警察呈现。然而，如果暴力压制过多

或者暴力机关规模过大，实际上意味着秩序和稳定其实是脆弱的，或者维持稳定

的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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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互动。最明显的是垄断暴力

和汲取能力———它们是国家建设的根基———是相互增强的。① 同样，行政能力 －Ⅰ

和行政能力－Ⅱ 也相辅相成。

最后，为了提升汲取能力，国家必须建立用于汲取资源的制度和组织。这种

国家建设必将对发展产生影响。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通常

也能保持长时段的发展，因为悠长的国家历史往往意味着强大的国家能力。

四　理解新发展三角：实证的挑战

新发展三角中各维度和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是极其复杂的。经济发展本身是

一个强大的生态位构建过程 （Ｎｉｃ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它反过来将影响社会

和政治发展，并塑造新发展三角中几乎所有的构成要素。② 国家能力由人均

ＧＤＰ、税率和治理质量支撑，但它们本身也是国家能力的结果。当前阶段国家所

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上一阶段国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的结果，同时也将构成未来

国家将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的基础。政府官员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化程度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国家能力，但它们也是之前阶段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的结果。如此

多潜在的交互、调节和混杂效应，给我们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理解新发展三角带来

了巨大挑战，因为纯粹的单向因果关系几乎不存在。这一部分将简要介绍理解新

发展三角的一些基本步骤。

（一）基本原则和操作化

我们将首先阐明理解新发展三角的一些核心原则，然后列出一些操作化上的

５２

“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①

②

ＯｔｔｏＨｉｎｔｚ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Ｆ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ＯｔｔｏＨｉｎｔｚ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ｐｐ１５７－１７７；
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ｌ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ｌｙ，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ｌｙ，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Ｄ９９０－１９９０；ＳｔｅｐｈａｎＲＥｐｓｔｅｉ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１３００－１７５０，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

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ｐ８２；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Ｗｈａｔ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ｖｏｌ８，ｎｏ４，１９７４，ｐｐ７２９－７３０；ＴｉｍｏｔｈｙＢｅｓｌｅｙ
ａｎｄＴｏｒｓｔｅｎＰｅｒ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Ｉｎ
ｃｏｍ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９２７－９４９



考虑。

第一，国家能力虽然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但它的总体结果直接受到制度和政

策的影响。因此，仅仅关注制度 （包括政体类型或秩序）或是制度与政策的结

合，都不足以理解时空中的经济发展。①

第二，国家能力既是制度和政策的基础，又会调节制度和政策所带来的影

响。当一国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时，糟糕的政策对人民的伤害更大，而好的政策

则将给人民带来更多收益。相比之下，国家能力薄弱时，糟糕的政策可能因为无

力推行而大大减少负面影响。而国家能力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制度就

无法良好运作，政策也无法恰当实施。而国家能力强大时，糟糕的制度对人民的

伤害更大，好的制度也将给人民带来更多收益。因此，在分析制度和政策的影响

时，国家能力应该是一个调控因素 （见表２）。

　表２ 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及政策的综合结果

制度与政策
国家能力

强 弱

好 最好的结果 次好的结果

坏 最坏的结果 次坏的结果

第三，如前文所述，发展是一个强大的生态位构建过程，它影响一切，包括

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因此，认为仅靠制度就能决定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②

从静态视角理解国家能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观点也不正确。③ 短期来看，似乎发

展是因，但长期来看，国家能力的决定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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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经济学需要从政治学 （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知识养

分。如果经济学家只引用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对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

而言是十分有害的。毕竟，国家能力主要由政治代理人和政治程序建构，① 制度

也是如此。②

在操作化方面，主要的挑战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即使我们拥有新发展三角内关键构成要素的所有数据，也无法拥有

针对所有可能产生的联系、引起循环或因果关系的外生变量，因为新发展三角

中几乎每个构成要素都与其他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无法为新发展三角中的每个节点和每对关系都提供稳健的计量经济学

证据。③

第二，目前有关中国、印度或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讨论往往集中关注制度

或政策的一个或两个维度，而忽视了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与不同制度和不同政策

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他们的结论往往是粗糙的。④ 就连备受推崇的东亚发展

型国家研究文献也存在上述问题———它们忽略了新发展三角中的一些关键构成

要素。

依据新发展三角带来的启示，只要可行，就应该测量不同构成要素之间潜在

的交互效应，而不是每个单独的维度或构成要素如何影响发展。事实上，探究单

个维度或构成要素的影响不仅乏味，而且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第三，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与不同制度和政策之间的互动往往是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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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使将国家能力当作给定的或缓慢变化的条件，探讨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以

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巨大的挑战。不同的制度之间经常相互抵触，政策

之间也是如此。而制度和政策也经常相互矛盾。因此，不能在不考虑其他政策

和总体制度环境的情况下评估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政策既存在短期影响也将带

来长期影响。

当然，由于国家能力和制度基础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因此，ｔ－１

期的国家能力和制度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理解 ｔ期经济绩效的外生因

素。相比之下，政策往往因特定情景而变，因此不能将 ｔ期的政策视作理解

ｔ－１期经济绩效的外生变量。中短期内，政策大多内生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至

少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政策会影响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又会对发展产生

影响。

总而言之，想要为新发展三角中的所有互动关系找到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即

使并非不可能，也将是极其困难的。① 此外，信息收集和领导力同样难以量化。

因此，通常只能依靠深入的案例研究理解领导力———当出现危机时，领导力最为

重要。②

既然存在上述困难，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何种实证研究方法来理解新发展三角

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因果推断的教条其实不利于经济学研

究，尤其在理解如发展这样的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社会事实方面。③ 相反，我们

需要定量研究和深入的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加上逻辑推理。一个或许可

行的方法是以危机为关键标志，比较那些在危机之前增长经历相似但危机后经历

显著不同的国家。可以首先确定自１９６０年以来持续发展了十年及以上 （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和五十年）的最不发达国家，并通过深入的比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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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它们各自做了哪些有利于或不利于发展的事情。①

我们以人均ＧＤＰ４％的年增长率为起点。这样的增长速度将使国内生产总值

在二十年内翻一番，三十年内翻三番，四十年内实现近５倍的增长———准确来说

是４８倍，五十年内增长略超７１倍。但是很显然，要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保

持４％的ＧＤＰ年增长率并非易事。② 事实上，描述性统计显示，没有多少最不发

达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１）只有６个经济体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４％以上的增长率；

（２）只有１１个经济体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４％以上的增长率 （包

括上述６个经济体）；

（３）只有２１个经济体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４％以上的增长率 （包

括上述１１个经济体）；

（４）只有４３个经济体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４％以上的增长率 （包

括上述２１个经济体）；

（５）只有８１个经济体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４％以上的增长率 （包括

上述４３个经济体）。

换句话说，在８１个连续十年保持４％以上 ＧＤＰ年增长率的经济体中，只有

４３个成功地将这种增长势头继续延长十年，另外３８个经济体则出现了衰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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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完全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参见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ＷｈｅｒｅＤｉｄＡｌｌ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Ｇ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ｃｋｓ，Ｓｏ
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４，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３８５－４１２；ＬａｎｔＰｒｉｔｃｈ
ｅｔ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Ｈｉｌｌｓａｍｏ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Ｐｌａｉｎ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ｐ２２１－２５０。其他类似研究参见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ｅｍｅｒ，Ｌａｎｔ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ａｎｄ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Ｓｕｍｍｅｒｓ，“Ｇｏｏ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ｏｏｄＬｕｃ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２，ｎｏ２，１９９３，ｐｐ４５９－４８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ｕｎｏ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３－２６。世界银行选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持续三十年保持７％及以上ＧＤＰ增长率的国家／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即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
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本文认为，７％的
ＧＤＰ年增长率设置得过高了，结果只有１３个国家／经济体进入了研究样本，使得我们无法从更大的样本中
吸取更具适用性的经验教训。并且，在这１３个国家／经济体中，日本实际上应被视作工业化国家而非标准
的最不发达国家。参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克拉夫特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Ｃｒａｆｔｓ）和欧罗克 （ＫｅｖｉｎＨＯＲｏｕｒｋｅ）的研究显示，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也就是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西欧国家也实现了人均ＧＤＰ４％的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ＣｒａｆｔｓａｎｄＫｅｖｉｎＨＯＲｏｕｒｋ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ｇｈ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Ｄｕｒｌａｕｆ，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ｍ
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ｖｏｌ２，２０１４，ｐｐ３１４－３１８。



４３个连续二十年保持４％以上ＧＤＰ年增长率的经济体中，只有２１个成功地将这

种增长势头继续延长至未来十年。在这２１个经济体中，只有１１个能在接下来的

十年中继续维持增长势头 （总计三十年）。毫无疑问，这是幅令人沮丧的图景。

但问题是，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选择哪些国家或经济体作为研究案例，从而为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基于既有研究①，以下三点应当是有益的

指导。

首先，国家能力极其弱小的国家 （如索马里）或有足够国家能力但不以发

展为中心任务的国家不应被纳入考查范围，因为它们不具备获得发展的必要起步

条件。这些国家可能专注于攫取资源，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根本没有基础性

权力以发挥作用或促进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发展的经验

启示。它们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完成国家建设和树立发展理念。

其次，比较案例研究将比散见于文献中的多个单一案例研究更有价值。② 并

且，半负面案例和正面案例的比较将比标准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更具启发性。换

言之，应该将那些追求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国家与成功实现发展目标的国

家进行比较，这样才更容易确定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是准充分条

件。而针对国家能力相似，却在发展的成功不同的国家的比较的意义可能稍微

逊色一些，例如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和菲律宾。

最后，对一组成功实现发展的相似国家进行经验归纳和从一组未能成功实

现发展的相似国家中进行归纳同样有意义。在进行过程追踪式的比较案例研究

时，应该注意因果推断的重要经验教训，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因果解释或

理论。

在计量分析时，ｔ－１期的国家能力和制度基础可被视为理解ｔ期经济绩效的

外生因素，因为国家能力难以建立和积累，而制度基础往往相当持久。在获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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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ｄｎｅｒ，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Ｗｏｏ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
ＡｔｕｌＫｏｈｌｉ，Ｓｔａ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ＤａｎＳｌａｔｅｒ，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ＴｕｏｎｇＶｕ，Ｐａｔｈ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ｉａ。

如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ｅｄ，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０５－
２４３；ＨａＪｏｏ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ｋｙｏ：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整数据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以下五个假说。

（１）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应该均与经济增长呈倒 Ｕ形关系：两种能力都是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国家不能指望从经济中汲取过多或过度依赖暴力而依然

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更具体地说，总体税率和用于安全 （暴力）手段的支出应

与经济增长呈倒Ｕ形关系。

（２）在基本医疗保障和基础教育方面投资不足的政策永远是糟糕的政策。

（３）如果政策是恰当的，递送能力越强，对经济增长越有利。但如果政策

本身是糟糕的，递送能力越强，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就越显著。

（４）太多的非生产性再分配总是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

段，非生产再分配将是非常有害的。

（５）能力弱小的国家几乎总是深陷贫困和其他社会弊病之中。

　表３ 国家能力与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设计及假说

术语／结果
直接结果：路网密度、清洁水源、

教育水平等 （高或低）
“最终”结果：发展和治理质量

强制能力 （强或弱）

整体影响是非线性的：在达到门

槛水平之前线性提升，之后开始

下降 （即在强制能力上投入太多

不利于投资和发展）

非线性：在达到门槛水平之前线性

提升，之后开始下降。然而，由于

强制能力与 “最终”结果之间的距

离较远，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很难

建立

汲取能力 （强或弱）

整体影响是非线性的：在达到门

槛水平之前线性提升，之后开始

下降 （即汲取过多不利于投资和

发展）

非线性：在达到门槛水平之前线性

提升，之后开始下降。然而，由于

汲取能力与 “最终”结果之间的距

离较远，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很难

建立

递送／实施能力 （强或弱） 线性提升

不确定。递送／实施能力与 “最终”

结果之间的关系很难建立，一方面

因为它们之间距离较远，另一方面

因为递送／实施能力同样受到国家意
图和意愿的影响

信息／决策能力 （强或弱） 线性提升

不确定。信息／决策能力与 “最终”

结果之间的关系很难建立，一方面

因为它们之间距离较远，另一方面

因为信息／决策能力同样受到国家意
图或意愿的影响

１３

“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

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关注到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按照民主体

制经济优势信奉者们的推论，印度自１９４７年独立以来的增长速度应该比中国自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① 然而，在实施各自的国内改革之前，１９４７—

１９９０年的印度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落后于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实施改革后，中

国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年）仍一直保持着相对于印度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的增长优势。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② 新发展三角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

新线索。

总体而言，中国拥有更强的国家能力，部分因为其国家历史较印度更长，

部分源于其革命传统。③ 相比之下，印度的国家能力则弱得多，尤其是在强

制和汲取这两个基本维度以及递送能力方面。就国家能力的调控因素而言，

中国也具有相当的优势，中国较印度享有更大的国家自主性。在中国国内的

发展竞争中，地方官员有足够的发展动机和必要资源。而在产业政策方面，

中国也做了非常多的正确决定。④ 与中国相比，印度在新发展三角中唯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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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ＪｏｈｎＪｏｓｅｐｈＷａｌｌｉｓ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ＪｏｈｎＪｏｓｅｐｈＷａｌｌｉｓ，ＳｔｅｖｅｎＢＷｅｂｂ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ａｒｏ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ｈｙ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ｉｌ：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

菲律宾和越南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比较，如 Ｌａｎｔ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ＡＴｏ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ｔａｒ，ａｎｄ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ｕｄ，”ｉｎ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ｅｄ，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３－１５１。值得注意的是，在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ＪｏｈｎＪｏｓｅｐｈＷａｌｌｉｓ，
ＳｔｅｖｅｎＢＷｅｂｂ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中，有两章分别关注菲律宾和印度，但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其他研究可参见ＰｒａｎａｂＫＢａｒｄｈａｎ，Ａｗａｋ
ｅｎｉｎｇＧｉａｎｔｓ，ＦｅｅｔｏｆＣｌａ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因此，将国家能力与制度基础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两者都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文一教授犯了

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相反的错误。参见ＴｕｏｎｇＶｕ，Ｐａｔｈ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ｉａ；ＹｉＷｅ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５。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认为，尽管中国值得深入研究，但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其发展经验。中国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固有特征使其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明显不同。中国所具有的其他优势还包括广阔的市

场、庞大的人口、改革开放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参见ＪｉｅＭａｏ，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ＺｈｉｇｕｏＸｉａｏａｎｄＱｉａｎｇＺｈ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５０，ｎｏ７，２０２１；Ｗｅ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Ｍａｏ，ＳｈｉｐｉｎｇＴａｎｇ，ＺｈｉｇｕｏＸｉａｏａｎｄ
ＱｉａｎｇＺｈｉ，“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



关键优势的是其制度基础，但即便在这个方面，印度也不具备相对于中国的整

体优势。

首先，民主并非发展的必要条件。民主对发展只能产生间接影响，这种影响

有其特定渠道，并且是条件性的。非常重要的是，只有一国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时，民主才变得必要且更有用。因此，民主体制并未赋予印度固有的增长优

势———印度和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

其次，印度的产权保护制度比中国有力，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把双刃剑。其中

最关键是土地产权。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因此，国家出于发展目的而征用土地

的难度较小，例如，建设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等。然而，印度却在这方面受制于

其土地产权制度。

再次，由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印度通过再分配政策向人民赋权的效果非

常糟糕。因此，在为国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方面，印度远远落

后于中国。

因此，总体来看，印度的制度基础并不比中国更好，两国都存在阻碍发展的

制度安排，并且治理质量都需要大幅提高。中国通过更强的国家能力和更为健全

的政策手段弥补了其制度上的缺陷。事实上，１９７８年后的中国拥有了更有助于

发展的制度环境 （见表４）。

最后，本文提出的这一新分析框架还解决了福山关于中国为何在治理排名上

如此靠后的疑问。① 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ＧＩ）虽然确实反映了国家能力

的某些方面，但它实际度量的是治理而非国家能力，因此中国排名靠后也就不足

为奇了。在这方面，印度相较中国更具优势。

　表４ 理解新发展三角：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分析

维度 中国 印度

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强制能力 ＋＋＋ ＋＋

３３

“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①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Ｗｈａｔ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４７－３６８；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Ｋｎｏｗ，ａｎｄＨｏｗＤｏＷｅＫｎｏｗＩｔ？”，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９，２０１６，ｐｐ８９－１０５；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ＡａｒｔＫｒａａｙａｎｄＭａｓｓｉｍｏＭａｓｔｒｕｚｚｉ，“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ＰＳ５４３０



续表

维度 中国 印度

国家能力：汲取能力 ＋＋＋ ＋＋

国家能力：行政能力－Ⅰ
（递送能力）

＋＋＋ ＋（部分受到产权制度的限制）

国家能力：行政能力－Ⅱ
（信息能力）

＋ ＋＋

国家能力：行政能力－Ⅱ
（领导能力）

＋（领导能力并非平均分布） ＋（领导能力并非平均分布）

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ＩＦＥＤ）

ＩＦＥＤ－１：秩序与稳定 ＋＋＋ ＋＋

ＩＦＥＤ－２：物质市场 ＋＋ ＋＋

ＩＦＥＤ－３：地位市场 ＋＋ ＋（例如，种姓制度）

ＩＦＥＤ－４：再分配 ＋＋ ＋

ＩＦＥＤ－５：机会均等 ＋＋（？） ＋（例如，配额制）

ＩＦＥＤ－６：创新自由 ＋ ＋＋

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产业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 ＋＋

社会政策 ＋＋ ＋

产业政策 ＋＋ ＋

治理质量

正当程序 ＋ ＋＋

收集和汇总民众意见 ＋ ＋＋

公共利益目标 ＋＋ ＋＋

透明度／腐败程度 ＋ ＋

　　注：加号越多，表示表现越好。

五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理解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有望整合甚至

超越既有的关于不同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几场争论，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

国家能力、制度基础、政策和治理。具体来说，本文认为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

政策共同构成了新发展三角。治理质量不应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相反，

同发展一样，它是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政策三者的共同结果。本文还就理解新

发展三角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指导步骤。然而，理解新发展三角如何影响发展仍是

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本文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研究议程中来。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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